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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过程的数字化演化是技术形式演化与社会组织形式演化的统一，其在技术形式上

表现为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数字化变革，在社会组织形式上则表现为技术形式数字化影响下，劳动方式的数字

化演变。数字化条件下，随着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与直接劳动过程的不断分离，劳动方式的演变在不同产业部门间

出现了分化。数据要素生产中的劳动方式演化呈现出集中化趋势；物质资料生产中的劳动方式趋于分散化和网络

化；数字内容产业和“零工经济”等新业态的劳动组织方式则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特征。数字化条件下，劳动方式

的集中化与分散化并存的演化趋势，增强了劳动者对资本的依附性，同时亦使数字化条件下的价值增殖过程呈现

出复杂性、非线性和隐秘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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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在推动我国产业数字化进程快速发展的同
时，亦推动了我国就业结构的快速转变。２０１８年，中国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为１．９１亿个，占当
年总就业人数的２４．６％，同比增长１１．５％，显著高于同期全国总就业规模增速，其中，第三产业的
劳动力数字化转型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军。①而随着中国产业数字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将推动更多传统产业生产过程的数字化变
革。据预测，随着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技术的应用，到２０３０年，中国当前工作活动时间的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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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被自动化过程所取代，预计有１２００万至１．０２亿中国人将面临智能化带来的职业转换。① 工业
经济时代，机器大工业和纵向一体化的生产组织方式下，生产过程表现为流水线式的线性过程，其
劳动过程则表现为企业和组织内部机械式、程式化的循环往复过程。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随着信
息通讯技术和微电子技术的发展，模块化、集群化和网络化成为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刘刚，２０１９），

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结合形式亦开始跨越企业和组织边界，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时
空分离和网络化协作等特征。２１世纪以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赋能推
动了虚拟团队、开放创新论坛、服务众包等新型生产组织方式的发展（Ｌｙｙｔｉｎｅｎ　＆Ｙｏｏ ，２０１６），而
随着数据成为数字经济生产过程中的关键劳动资料和生产要素，数字化条件下的劳动组织方式则
表现出流程碎片化、非典型雇佣等新特征。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推动
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数字化，同时，生产过程中的数字化、智能化变革亦推动了劳动过程的演
化。新形势下，劳动过程的数字化变革包括哪些方面，具有何种特征，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
应用如何影响劳动的组织形式、组织结构、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新形势下，一系列问题亟待解
决。本文以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劳动过程变革和“数字劳动”的概念演变为研究起点，探究劳动
过程数字化变革内涵的同时，拟对以上问题进行理论解答。

二、“数字劳动”的概念演变与劳动过程数字化变革

（一）技术变革与劳动过程的演化
马克思认为，技术变革是劳动方式转换的基础，技术变革使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日益改进，“引

起这种改进的是：大规模的生产、资本的积聚，劳动的联合，分工，机器，改良的方法，化学力和其他
自然力的作用，利用交通和运输工具而达到时间和空间的缩短，以及其他各种发明，科学就是靠这
些发明来驱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也由于这些发明而得以发展”（马克
思，２００３）。技术变革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改变了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结
合方式，例如，机器大工业使“人学会让自己过去的、已经对象化的劳动产品大规模地、像自然力那
样无偿地发生作用”（马克思，２００１）；另一方面，其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改变了劳动过程中
人与人间的关系和协作方式，如从工厂手工业向机器工业的转变过程中，“小生产和工场手工业逐
渐被规模更大的工厂所取代，中小规模的生产在竞争中被排挤和兼并，分散的劳动不断转变为企
业集中控制下大规模社会结合的劳动过程”（高泽华，２０１７）。

现有的研究认为，随着技术的变革，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经历了四个演化阶段（谢富胜，２００７）：
（１）工厂手工业时期，手工工场内部的分工提高了劳动的操作效率，从而使得劳动者只会从事某一
部分的工作，不能独立制造一种商品。（２）机器工业时期，动力机器的使用使局部的工人协作劳动
向适应机器本身技术性质要求的协作劳动转变。（３）福特制大规模生产阶段，自动化水平的提高
和机器流水线使劳动者变为更加同质、无技能和半技能的机器操作工。（４）后福特制大规模弹性
生产时期，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弹性的劳动过程发展，其在促进企业内部分工向网络化协作分
工演变的同时，雇佣工人相联系的劳动过程亦产生了分化。从演化趋势看，一方面，劳动过程的演
化表现为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演变，如劳动工具由手工工具向机器、自动化生产线的不断演进，

其体现了劳动技术形式上的变化。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的演化表现为分工体系复杂程度和劳动社
会化程度的提高，其体现了劳动的社会组织形式变化（胡莹，２０２１），例如，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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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更多的中小生产者被融入到分工体系之中，个体劳动者分散孤立进行的劳动亦逐渐转变为多
数劳动者相互联系、分工协作、共同劳动的过程（王梦菲、张昕蔚，２０２０）。

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将工业经济由后福特制阶段推向了
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新阶段，新技术范式下的生产过程表现出网络化、协同化、生态化新趋势，其
劳动过程则表现出流程碎片化、非典型雇佣等新特征（胡磊，２０２０）。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条件下，
技术范式的变革在重塑生产过程的同时，亦改变了劳动过程的各个方面，而劳动过程的数字化变
革及其引致的相关理论问题，亦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们的关注和探索。

（二）“数字劳动”的概念与劳动过程数字化的辨析
从现有的研究看，许多学者用“数字劳动”这一概念来研究和描述数字化条件下劳动过程中出

现的新特征、新现象，然而现有的研究暂未形成具有共识性的研究观点。
从起源看，“数字劳动”的概念雏形源于西方受众商品理论和“受众劳动”的概念，其观点认为

受众观看免费电视节目的同时，媒体则把受众打包出售给了广告商，而将受众观看免费节目的过
程理解为一种无偿劳动（Ｓｍｙｔｈｅ，１９７７）。受其理论启发，部分学者将其概念延伸至信息、数字内容
等非物质形态产品生产领域。“数字劳动”概念由Ｔｅｒｒａｎｏｖａ（２０００）提出，用于描述和探讨如“建立
网页、修改软件包、阅读和撰写邮件”等互联网领域形成非物质形态产品或服务的劳动。数字劳动
的概念提出后，基于互联网产品的非物质形态和互联网平台用户分享内容、发布信息等提供“无偿
劳动”的现象，国外学者们对其进行了研究，并进一步引申出“玩劳动”等相应概念（Ｋüｃｋｌｉｃｈ，

２００５）。此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从生产性劳动的角度对此类“数字劳动”
的内涵进行了拓展，认为数字劳动是数字媒体技术和内容的生产中资本积累所需要的所有劳动
（Ｆｕｃｈｓ，２０１４）。福克斯的定义汲取了马克思“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二者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
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的观点（马克思，２００１），强调了信息、数字内容等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非物
质形态生产资料的作用，并认为“数字劳动”包括硬件生产、内容生产和软件生产者的劳动及生产
性使用者的劳动。

福克斯对于“数字劳动”的定义在学界引起了一定争议，其后，学者们就互联网平台用户分享
内容、产生数据等“无偿劳动”是否具有生产性特征，是否应该纳入劳动范畴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探
讨。部分学者支持福克斯的观点，如李弦（２０２１）认为，数字劳动指数字劳动者通过数字平台所进
行的各种有酬或者无酬的生产性劳动，具体可分为互联网中专业劳动者的数字劳动和一般互联网
用户的数字劳动，且一般互联网用户的数字劳动也参与了价值创造。邹琨（２０２０）认为，数字平台
消费者在内的与数字技术相关联的“总体工人”的劳动，即数字劳动，都是生产性劳动。同时，也有
学者持不同观点，如陆茸（２０１９）的研究则认为，“数据商品价值是由互联网平台企业的雇佣劳动
者，而非使用平台的用户创造的”。石先梅（２０２１）认为，互联网用户消费行为产生的数据必须经过
人的加工利用才能产生价值，即“形成价值的不是原来分散的数据，而是劳动力在收集、整合这些
信息生产数据产品的过程中投入的劳动”。

整体看，福克斯“数字劳动”的概念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其概念关注了数字经济条件下生产过
程中以数据为代表的非物质生产要素的关键作用，同时关注了网络化、生态化、协同化的生产组织
方式转变下，“用户参与”“零工经济”等新的劳动协作形式。但从其概念探索和内涵演化过程看，
“数字劳动”的概念具有一定局限。一方面，其概念忽视了数字经济中广泛存在的非生产性服务劳
动（如私人间的视频编码剪辑服务，其显然具有数字化的性质，但却是非生产性的），另一方面，只
将“数字劳动”的概念局限于数字内容领域，亦无法解释和分析农业、制造业等领域中广泛存在的
与数字化技术相关的劳动（燕连福、谢芳芳，２０１６）。

基于此，部分学者以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为基础，对“受众劳动”“玩劳动”等概念进行了扬弃。
基于马克思“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论述（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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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２００１），韩文龙（２０２０）等学者将数字劳动定义为“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资料的
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并将是否以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资料为数字劳动区分于其他
劳动的界限，其研究认为，数字劳动过程中的非生产性劳动，不能创造新价值，娱乐性的“玩劳动”
以及自助服务性劳动，仅仅是帮助实现了商品的价值。余斌（２０２１）则总结了“数字劳动”的多种内
涵解释，并认为“数字劳动”的概念不符合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各种概念解释中运用数字化生
产资料进行的劳动最接近政治经济学规则。

总结现有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对“数字劳动”的定义和内涵存在争议，且从技术变革和劳动过
程演化的角度看，福克斯为代表的“数字劳动”概念仅描述了数字化条件下劳动过程变革的一个方
面。同时，基于马克思（２００１）的观点，“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
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
系的指示器。”对于数字化条件下劳动过程演化趋势及其特征的分析应该以劳动资料的数字化形
态为切入点，分析技术变革下劳动资料的变化，及其对于劳动过程中人与物、人与人间协作关系的
影响，即关注生产力变革及其引致的生产关系演变。基于以上研究，本文认为，“数字劳动”的概念
表述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规则下具有局限性，从劳动过程变革的历史演化看，以劳动资料的数字
化在生产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为标志，其应被描述为劳动过程的数字化阶段或劳动过程的数字化变
革更为合适。

三、劳动过程数字化变革的基本范畴

劳动过程是劳动者通过有目的的活动，使用劳动资料改变劳动对象、创造使用价值的过程，而
劳动资料是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用来影响或改变劳动对象的一切物质条件，在人的活劳动与劳
动对象之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传导作用（何爱平、徐艳，２０２１）。从技术变革与劳动过程演化的逻
辑看，生产过程的数字化变革通过改变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从而最终影响劳动组织方式，因此，劳
动过程的数字化变革既是一个技术范畴，又是一个社会范畴。

（一）劳动过程数字化变革的技术范畴
从劳动的技术形式看，首先，数字化条件下的劳动过程以数字化软硬件及其组成的网络系统

为关键劳动资料。数字化劳动过程使用的劳动工具以数字化软硬件及其组成的信息基础设施系
统为主导，如处理数据需要计算芯片、服务器等数字硬件的支持；设计算法、编写程序需要计算机
软件、代码库的支持；数字内容的创造发布需要依托网络设施、数字终端、传播平台；智能制造系统
需要相应的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系统进行数据的采集、处理和传输。而随着数字技术在更多的应
用场景和更广泛的物理空间内的赋能和应用，数字经济的生产组织方式正不断朝生态化、协同化、
网络化方向发展，与之相联系，劳动者的劳动不仅需要依托数字化软硬件本身，还更多地需要依托
数字化软硬件相互连接所组成的网络空间和信息基础设施系统，即“在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
经济发展时代背景下，信息传递系统作为劳动过程的‘神经系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成
为数字劳动过程区别于其他时期劳动过程最突出的特征”（韩文龙、刘璐，２０２０）。

其次，数据资源和信息成为劳动过程中的重要劳动对象。从劳动过程中的劳动对象看，以数
据资源及信息为劳动对象的数据要素生产，成为数字化条件下劳动过程的核心环节。一方面，数
字技术的应用造成了传统生产过程中活劳动与物质生产资料的分离，一些生产过程得以实现完全
的智能化生产和“无人化”管理。劳动者的活劳动不再直接作用于物质生产资料，而是以数据这种
物化劳动形式作用于生产过程的各方面。另一方面，从数字经济的发展实践看，“数据并不能直接
参与生产，必须要先转化为有生产价值的信息”（田杰棠、刘露瑶，２０２０）。以数据资源为劳动对象，
通过劳动者的脑力（编写算法、程序等）和体力劳动（数据人工标注、人工采集），经济系统中原本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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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被采集、识别、分离的信息能够高效的被转化为具备应用和开发潜力的数据要素（张昕蔚、蒋长
流，２０２１），即“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
态”（马克思，２００３），数据的采集、加工、处理等劳动是数字产业生产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劳动过程技术形式的数字化变革，还表现为数字化劳动资料与传统劳动资料的融合。
从数字经济的发展实践看，随着产业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数字化劳动资料与传统劳动资料逐
渐融合并拓展了其各自的作用范围。一方面，软件、算法等数字化劳动资料与传统产业内机器、设
备等传统劳动资料的融合，深化了数字化劳动资料的作用深度，例如，深度学习算法等人工智能技
术与各类制造业传感器、机器设备的融合，得以使通用性的算法更具针对性的应用于异质性产品
和不同制造流程的深度优化，从而在更深层次上提升生产工艺，最终提升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数
字化劳动资料与传统劳动资料的融合，拓展了传统劳动资料的作用广度，例如，网约车、快递行业
中，大数据、云计算、智能算法的参与，拓展了出租车、私家车、快递车等传统劳动资料作用的物理
和市场空间范围，从而使其能够作用于更为广阔的区域及更具异质性的市场（如大件、冷链、搬家
等）。与传统的劳动过程相区别，数字化劳动资料与传统劳动资料的融合作用过程，数据要素在其
劳动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即脱离数据要素，其生产及劳动过程的效率将大大降低或难以为继。

（二）劳动过程数字化变革的社会范畴
从社会组织形式看，劳动过程的数字化还包括技术形式变化所引致的劳动组织形式的数字化

转变，而这一转变过程包括了两方面内容。
第一，劳动资料的数字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分工体系中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时空

联系，数字化的分工体系出现了网络化、生态化、协同化等新特征，同时，劳动组织方式在不同的
产业部门间亦出现了分化并引致了多样性、异质性的分工形式和雇佣关系。例如服务要素的数
字化推动了服务众包模式的发展；制造业中的智能化算法和智能机器人的使用推动了远程协作
等新模式发展；数字化劳动资料与传统劳动资料融合促进了的外卖、网约车等“零工经济”模式
发展。

第二，商品交换方式的数字化发展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促进了劳动组织方式的数字化。马克思
认为，技术进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增强了劳动者对社会的依赖性，即“个人生产的独立性，就由在
分工上取得相应表现的社会依赖性得到补充”（马克思，１９９８），个体劳动是总体劳动的一部分，劳
动者的私人劳动需要在货币上取得一般社会产品的形式，即私人劳动需要通过商品交换才能够实
现其价值。在数字化劳动资料与传统劳动资料的融合趋势下，商品的生产和交换环节往往需要依
赖数字化手段才能顺利进行。一方面，数字化条件下，仅有传统劳动资料参与的劳动过程，往往无
法满足异质性、多样性的市场需求，从而需要传统劳动资料与数字化劳动资料的融合和协同作用。
例如，外卖行业不仅需要电动车等传统配送工具，还需要借助大数据、云计算来进行调度及优化供
需匹配。另一方面，数字平台通过控制供需入口，将诸多传统劳动过程融入其数字化分工体系之
内，从而使诸多运用非数字化生产资料的劳动过程，具有了数字化组织形式。例如，外卖产业，虽
然其使用的传统劳动资料（如外卖车）和劳动对象（外卖食品）都不具备数字化特征，但由于外卖平
台垄断了用户数据信息和商品交换渠道，外卖员不得不通过其平台进行配送接单并接受其数字化
劳动监督，最终融入其数字化分工体系。随着经济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的劳动资料的不断数字化及
其影响范围的扩展，非数字化生产资料的劳动过程亦不得不变革其自身，并融入数字化分工体系。

四、劳动方式的数字化演变

劳动方式是“劳动的社会方式和劳动的技术方式的统一，主要指在科学技术影响下劳动的组
织形式、组织结构、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李庆臻，１９８９）。数字化条件下，劳动过程在劳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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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对象等方面均表现出区别于传统劳动过程的数字化新特征，由以上分析可知，这种劳动过程
的变革不仅包括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技术形式上的数字化变革，还包括劳动方式等社会组织形
式上的演变，即“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的关系、劳动的技术组织形式以及劳动者的劳动职能诸方面所
发生的综合性的根本变化”（王鸿生，１９８６）。

从技术变革与劳动过程演化的过程看，物化劳动替代活劳动是其主要发展趋势，即“资本的趋
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马克思，１９９８）。
数字经济时代，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更多领域的应用，数字化产品和服务
的生产开始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正如工业时代，动力机器的使用替代
了人的部分动力职能，从而使物质资料的直接生产过程与劳动过程部分分离。数字经济时代，一
方面，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替代了生产过程中人的体力劳动和部分脑力劳
动（如调试设备、操作仪器、分析参数等），从而使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与数字化劳动过程进一步分
离。另一方面，随着智能算法的发展，原本与劳动者劳动一体化的翻译、会计等服务劳动过程亦将
被智能算法所取代，服务产品的直接生产过程与劳动过程亦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分离。总之，数字
经济时代，生产过程与劳动过程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发生了分离，传统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逐渐
被以数据要素为代表的物化劳动所替代，而这种分离和替代促进了社会分工体系复杂度的进一步
提高，从而使数字化条件下的劳动方式在不同产业部门间出现了分化。此外，随着产业数字化进
程的发展，在不同产业部门内数字化劳动资料的重要程度、数据劳动资料与传统劳动资料的融合
程度均存在差异，因此，相较于工业经济时代，其劳动方式也更具异质性和复杂性。

（一）数据要素生产中劳动方式的集中化趋势
在数据要素的生产过程中，其劳动组织方式呈现出一种集中化的趋势，这种集中化趋势表现

为劳动组织在空间上的聚集和劳动管理上的集中。首先，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产
业化部门开始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ＡＩ算法、芯片研发等数据要素的核心部门呈现出一
种空间上的集聚（刘刚、刘晨，２０２０），作为知识、人才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算法研发等核心数字产业
一般聚集于经济发达省市的核心区域，据统计，广东、北京、上海、浙江四省市的数字经济招聘岗位
约占全国总招聘规模的６５％，其数字经济岗位规模分别占全国总岗位的２５．７４％、１７．７９％、１２．
２５％和８．４６％。① 其次，“智能化的生产过程进一步加剧了物化劳动替代活劳动的过程。与之相
反，技术研发、算法研究等知识密集型产业，逐渐成为新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王梦菲、张昕蔚，

２０２０）从数字经济发展实践看，算法开发、程序测试、数据清洗等数据要素生产过程需要密集的脑
力劳动，此过程中资本对劳动者的管理与监督形式与流水线工厂中对工人的监督类似，甚至在数
字化手段下，这种对劳动者劳动时间的监督与控制反而有所增强。数据要素生产中数据采集、程
序设计、算法开发、测试运营等劳动分工环节通过协同办公软件密切结合，每一个环节都能实时反
馈，甚至在非劳动时间仍然能够通过软件系统远程联系劳动者以处理紧急任务。近年来，互联网
产业盛行的加班文化，互联网“大厂”密集的“格子间”，均反映了数据要素核心生产部门劳动方式
的集中化趋势。

（二）物质资料生产中劳动方式的分散化趋势
伴随着数据要素生产过程中劳动方式的集中化，物质资料生产过程逐渐与直接劳动过程相分

离，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数据形态的物化劳动替代活劳动的过程亦将加速，其表现为数据的要素
化进程加速，数据要素成为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和经济资源，与之相联系，物
质资料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其劳动组织形式亦趋于分散化、网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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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条件下，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逐
渐呈现出“中心—散点”结构，即一个由技术型核心企业与零散分布的边缘经济体共同组成的生产
和管理网络（刘皓琰，２０２０）。数字化条件下，５Ｇ、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基础设施将生产制造的
各个环节连接起来，而智能机器人等智能制造的发展亦将实现各制造环节智能化的生产和管理，
同时使产品设计、建模、加工、包装等环节逐渐产生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例如采取远程控制，
在线众包、远程３Ｄ打印等模式。数字化变革下，物质资料生产中的劳动方式，一方面表现为直接
的体力劳动的减少；另一方面，劳动的组织、协作和管理模式亦向一种分散化、网络化和柔性的模
式转变。

（三）数字内容生产和“零工经济”中劳动方式的多样性
数字经济时代，商品交易方式的数字化，推动了外卖服务、网约车服务等“零工经济”的发展和

“非典型雇佣关系”的产生，最终提高了生产过程的社会化程度并催生了劳动方式的多样性。
一方面，从外卖服务、网约车服务等“零工经济”发展的实践看，由于核心数字平台垄断了供求

信息、客户资料等商品交易环节必须的数据资源，原本个体经营的劳动者不得不依附于数字平台
并融入其分工体系。此过程中，劳动组织形式的变革还引致了个体劳动者劳动性质的改变。传统
劳动方式下，外卖配送等个体劳动者提供的服务产品直接进入了消费领域，并未产生资本增殖。
而个体劳动者依托数字平台提供的服务却由于存在“非典型雇佣”关系而转变为一种生产性劳动。
例如外卖产业中，依托对供需信息、定位匹配等数据要素的垄断，数字平台实际将食品生产者提供
的产品、外卖员提供的服务、平台自身提供的信息服务打包出售给了消费者，并通过自身对于市场
的垄断，与外卖员建立一种“非典型雇佣”关系，此劳动方式下外卖员送餐的劳动转变为一种计件
工资形式下的生产性劳动，数字平台则可以依托其垄断地位通过压低工资或提升外卖员的劳动强
度来实现剩余价值的生产。

另一方面，数字内容生产领域的劳动方式则更具复杂性。其一，数字内容分享平台内，存在使
用者免费提供数字内容的生产性劳动，一部分内容创作者以分享内容获得赞赏为乐，其分享内容
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公益性，由于其生产的内容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信息，只要数字内容平台具备利
用其内容产品进行牟利的垄断地位，即利用其免费的劳动增加了数字内容平台发布广告、提供数
据服务等数字产品的价值，此种免费劳动便具有了生产属性。其二，数字内容分享平台的大部分
用户，其浏览内容，点赞打赏等行为应属于一种消费行为，因其行为本身只产生非结构化数据（大
量用户产生的信息需要使用算法、借助算力进行数据加工、处理才能转变为可利用的数据要素），
不生成数据要素，其消费行为不能称为一种劳动，对其产生的非结构化数据进程处理而引致的价
值增殖，实际上是由数字内容平台的搭建者、平台算法的提供者等数字内容平台雇员及相关劳动
者产生的。

此外，数字内容平台还存在创造“数据流量产品”的专业用户，其以数字内容创造的形式，吸引
大量用户的关注，其目的是为了生产“数据流量产品”出售给广告商以获取收益，“数据流量产品”
实质为具有“吸引大量客户关注”这种使用价值的数字商品。其劳动方式与“零工经济”类似，数字
内容平台一方面垄断了其销售渠道（未经平台审核而私自售卖和发表广告，往往会被平台封禁和
限制流量），另一方面数字内容平台还垄断了生产“数据流量产品”必须的用户数据、数据流量入口
等数字化劳动资料。基于此，专业用户必须依托数字内容平台进行“数据流量产品”的生产和销
售，数字内容平台则可以通过“分成”的方式（本质是一种计件工资制）无偿占有其劳动创造的剩余
价值。事实上，数字经济的实践中，这种数字内容平台与内容创作者合作的“流量变现”模式，已逐
渐成为数字内容平台的主要盈利模式。以短视频平台为例，抖音平台粉丝数超过１万的“头部用
户”仅为４．７％，整体用户覆盖率却高达９７．７％，即播放量超过５０万的头部视频占比不足３％，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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攫取了平台８０％以上用户关注和参与，大量的用户数据流量，实际上由少部分劳动者的劳动创造
的。① 少数“头部用户”“网络大Ｖ”是数字内容平台价值创造的主力军。

五、劳动过程和劳动方式数字化变革的启示

（一）劳动过程和劳动方式演化的部门间异质性增强
由以上分析可知，随着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融合发展，数字化条件下的劳动过程和劳

动方式演化在不同产业部门间出现了分化。
其一，从劳动资料与劳动者的关系和结合方式看。数据要素生产部门中，劳动过程的数字化

直接表现为劳动者与数据、信息资源的直接结合并产出数据要素的过程。算法优化、软件设计、数
据处理等数据要素生产过程是直接使用数据和信息作为生产原料并产出具有使用价值的数据要
素的过程，其劳动过程本身便具有数字化的表现形式。智能化的制造业、“零工经济”等数字化融
合部门的劳动过程数字化，则往往表现为劳动者间接利用数据要素，并结合资本、土地等其他类型
的生产要素，产出具有数字化属性的产品及服务的过程。其劳动过程的数字化，则主要表现为数
据要素在生产和劳动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

其二，从劳动的组织方式看，数据要素生产部门作为知识密集型行业，其组织方式一般是高
度集中的，算法、芯片、软件开发等数据要素生产部门的核心环节，其核心劳动者的劳动组织方
式以集中化管理和协同为主要方式。软件、芯片原料等核心劳动资料一般由核心数字平台所
有，劳动者一般不掌握劳动资料，仅依托其提供的平台、开发环境进行生产和劳动。智能化的制
造业、“零工经济”等数字化融合部门则通过将自身拥有的劳动资料与核心数据要素相结合进行
生产和劳动，其劳动组织方式则呈现出分散化、多样性趋势。例如，智能制造中，空间上分散化
的工业设备与智能算法、工业互联网的结合；外卖产业中外卖车、劳动者与数字化匹配算法的
结合。

总之，不同部门的劳动过程中，核心数据要素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方式及其与传统生产要素结
合程度、方式的差异性，导致了不同部门中劳动组织方式的异质性。但从劳动过程的总体发展趋
势看，数据要素的核心地位正逐渐增强，并已逐渐成为产业数字化过程的主导因素。

（二）数字化条件下劳动者对资本的依附性增强
由以上分析可知，数字化条件下的劳动方式演化具有复杂性特征，其劳动组织方式呈现出集

中化和分散化并存的特征，但从其社会组织形式看，分工体系的复杂度和生产过程的社会化程度
的提高，总体上增加了劳动者对资本的依赖。

首先，生产过程中数据要素形式的物化劳动对活劳动的替代，使参与直接物质资料生产过程
的劳动减少。正如马克思的论述，“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马克
思，２００４），人工智能和智能机器人的使用使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工人的直接劳动变的极度简单和
可替代，这种劳动的节约扩充了其产业后备军，从而增强了低技能劳动者对于资本的依赖。

其次，数据要素生产部门呈现出劳动方式的集中化与资本垄断势力同步增强的趋势。数字化
生产资料和劳动工具的使用，可以使资本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发生作用（如互联网产业的业务范
围从最初的零售商务向金融、医疗、制造拓展），这一过程增强了资本在更多领域的垄断势力。通
过控制用户数据、流量入口，数字平台和互联网巨头得以垄断市场并设置以用户数据、核心算法、
算力平台为基础的行业壁垒，从而迫使脑力劳动者只能依托其提供的数字化生产资料和劳动工具
进行数据要素生产。数字化条件下，数字平台和互联网巨头得以依托其垄断地位和对数字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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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的占有，对脑力劳动者实行集中化管理和监控，此条件下，脑力劳动者对资本的依附程度非但
没有减弱，反而大大增强了。

最后，劳动者对资本的依赖，还表现为“零工经济”等新型劳动组织方式下，劳动者对数字化分
工体系的依赖。随着数字化生产方式在整个经济体系中逐渐居于主导地位，整个社会分工体系的
运行越来越依赖于数字技术，特别是销售、支付、市场交易渠道等价值实现环节被完全纳入数字化
分工体系并逐渐被资本控制之后，普通劳动者便难以脱离对其的依赖。正如马克思所述，“社会需
要的体系越是成为多方面的，个人的生产越是成为单方面的，也就是说，社会分工越是发展，那么
作为交换价值的产品的生产或作为交换价值的产品的性质就越有决定意义”（马克思，１９９８）。“这
种个人的孤立化……是受分工制约的，而分工又建立在一系列经济条件的基础上，这些经济条件
全面地制约着个人同他人的联系和他自己的存在方式。”（马克思，１９９８）“零工经济”“服务众包”等
劳动组织方式的转变表面上增加了劳动者就业的灵活性，实际上却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将诸多个
体劳动者强制拉入其数字化分工体系之内。从经济实践看，电子商务平台对线下实体店的冲击，
网约车平台对出租车行业的冲击均体现了此效应。

（三）劳动方式数字化条件下价值增殖过程的复杂性和隐秘性增强
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劳动过程数字化变革和劳动方式复杂化亦使

数字化条件下的价值增殖过程呈现出复杂性和隐秘性特征。
首先，价值增殖的线性特征是传统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的重要特点。流水线式的生产流程

下，劳动者的劳动过程亦是一个线性过程，获取原材料、劳动者加工、成品产出是一个一体化的线
性流程，其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和流程，一般都存在活劳动的参与，其价值增殖过程，亦表现为劳
动者劳动过程中付出的活劳动使原材料产生了增殖。数字化条件下，劳动方式的集中化与分散化
并存及生产过程的“中心－散点”结构特征，使价值增殖的过程呈现出非线性特征。马克思认为，
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而数字化条件下随着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特别
是分散化的生产组织方式，使生产流程不再是线性过程。智能化的生产过程，往往涉及多个分散
的上游产业链环节，其生产过程转变为，多元化的生产协同、机器人组装和加工、成品的多元化产
出等非线性流程。特别是智能化“无人工厂”的出现，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往往完全没有活劳
动参与，其价值增殖过程似乎成为了“无源之水”。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数字化条件下的生产过程
与传统工业经济生产过程的线性化流程存在区别。线性的生产流程下，最终的产品总是与劳动者
的直接劳动相联系。而数字化条件下，劳动方式的集中化与分散化并存及生产过程的“中心－散
点”结构下，最终产品的生产并不必然与劳动者的直接劳动相联系，其最终产品的产生，往往表现
为物化劳动在智能化机器作用下的组合过程。例如，完全自动化和智能化管理的组装生产线，其
生产过程只是将分散的上游生产环节中已经由活劳动加工并完成价值增殖的芯片、算法、软件等
生产资料进行组装，其价值增殖过程在最终产品生产完成前已经结束。这种劳动组织方式的网络
化，使价值增殖的过程分散在整个网络化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中，其价值形成过程是一个非线性
的过程，价值增殖过程也更具复杂性和隐秘性。

其次，数字内容生产的价值增殖过程，亦具有隐秘性特征。西方学者提出的“玩劳动”“受众劳
动”的概念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数字内容平台内的部分用户，出于自身的兴趣，主动创造了具
有使用价值的公益性内容，当这部分内容被数字内容平台依托其垄断地位无偿占有（例如，利用用
户注册时的前置性版权协议，规定用户所发布内容归平台所有）并出卖时，用户的这种“免费劳动”
便具有了生产属性，其劳动使数字内容平台获得了价值增殖。此外，对于以创造数字内容和“流量
产品”为生的专业用户，数字内容平台则通过垄断流量入口、用户数据等数字化劳动资料及与专业
用户签订“分成合同”等形式以实现自身的剩余价值生产和价值增殖。数字内容平台的价值增值
过程，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性特征，亦体现了数字化条件下价值增殖过程的隐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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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总结和研究展望

近年来，随着中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融合发展，数字经济相关的就业规模正不断扩
大。数字技术在助力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同时，亦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就业结构、就业质量及劳动
者的劳动方式。随着数字经济实践的发展和劳动过程的数字化，劳动过程理论和“数字劳动”的内
涵应进行拓展。结合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与数字经济的发展实践，本文认为劳动过程的数字化演
化是技术形式演化与社会组织形式演化的统一，其在技术形式上表现为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数
字化，在社会组织形式上则表现为劳动方式的数字化演变。本文研究认为，劳动过程中劳动资料
和劳动对象的数字化引致劳动方式的数字化演变，且这种演变在不同产业部门间出现了分化，相
较于工业经济时代，其劳动方式演变表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同时，数字化条件下，劳动方式
的集中化与分散化并存及生产过程的“中心－散点”结构特征，一方面增强了劳动者对资本的依附
性，另一方面使数字化条件下的价值增殖过程亦呈现出隐秘性和非线性特征。近年来，数字经济
的发展受到了政、产、学、研各界的广泛关注，数字经济条件下新型就业形态的发展，在培育新增就
业、提升就业质量、升级就业结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数字
产业发展不均衡、数据资源垄断、数字平台垄断、劳动者权益保障不足等问题日益暴露。基于数字
化条件下劳动方式的多样化和复杂性，数据确权、数字资本反垄断、劳动者权益保障等相关议题，
需要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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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ｎ－ｗｅｉ　１　ＬＩＵ　Ｇａｎｇ２

（１．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Ｎａｎｋ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３０００７１；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Ｎａｎｋ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３０００７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ｓ．Ｉｔ　ｉ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　ａｓ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ｏｂｊｅｃｔｓ，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ｓ．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ｔａ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ｂ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ｅｎｄ　ｔｏ　ｂｅ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ｎｅ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ｉ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ｈｏｗ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Ｕｎｄｅ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ｂｏｔｈ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ｈａ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ｌｓｏ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ｒｅｃ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Ｌａｂｏｒ　Ｍｏｄｅ；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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